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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大量中、英文源文件与相关人士的回忆录、日记等资料，对冷战期间国民党
政府与南越关系，作一有系统的回顾与分析。首先，本文回溯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前后，由国民党
将领黄杰所领导之留越部队所扮演的军事情报角色，并探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南半岛军事危机升
级后，“越战”如何成为联接台湾与美国关系下的重要一环，以及台湾在援助南越政府过程中所扮
演的诸多重要角色。其次，文中还将揭示蒋介石如何利用越战局势，向美国推销其一生中最后一
次大规模军事反攻大陆的尝试。最后，文章聚焦于 1969年至 1975 年间，尼克松总统倡导“越战越
南化”并逐步退出越南战场的最后数年岁月里，台湾当局如何配合执行美国的中南半岛政策，并且
继续协助摇摇欲坠的南越政府，以及秘密支持邻近高棉朗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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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49年 12月，国共内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随着中国大陆西南各省相继解放，蒋介石则黯然
离渝，转进台湾，此后终其一生，未曾再能回到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以美、苏为首的国际冷战对抗
态势也拉开序幕，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全球笼罩在冷战对峙、分裂的格局当中。蒋介石失去中国大
陆而退守台湾海岛一隅，让他注定无法在全球冷战大舞台上，扮演如同中、美、苏等国际强权领导人
一样的关键作用。然而，在亚洲的冷战舞台上，随着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先后爆发，以及台湾所
处的居亚太地区战略枢纽位置，让 1949 年以后蒋介石所领导的台湾，在“区域性”的冷战场上，仍
扮演一定之角色，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越南问题，以及环绕着整个越南战争所引发的争议，即是一个

重要例子。
回顾历史，在冷战最高峰的 20世纪 60年代，台北与南越西贡政权曾因彼此间强烈的反共意识

形态与地缘战略因素，建立起唇齿相依的盟邦关系。本文利用大量中、英文解密档案与相关人士回
忆录、日记等文献资料，对整个冷战期间台湾与南越的关系，进行回顾与分析。文章首先分析 1954

·51·

DOI:10.14073/j.cnki.nywtyj.2018.03.002



年日内瓦会议前后，黄杰率领的滞越国民党部队所扮演的秘密角色，继之探讨 20世纪 60年代中南
半岛军事危机升级后，“越战”如何成为联系台美关系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
府在援助南越上所扮演的诸多重要角色。其次，文中也将揭示蒋介石如何设法利用中南半岛局势，
向美国推销其此生中最后一次军事反攻大陆的尝试。最后，文章聚焦于 1969年至 1975 年间，美国
总统尼克松(Ｒichard Nixon)倡导的“越战越南化”问题，以及在决定逐步退出越战的最后数年岁月
里，台北如何继续设法协助摇摇欲坠的南越政权，如何秘密支持高棉的朗诺(Lon Nol)政权，以维系
中南半岛上的反共势力。

一、国共内战与越南问题

1949年 11月，随着国共内战进入最后关头，由白崇禧所辖之国民党“中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兵
团主力部队，决定自桂林紧急撤入越南境内并且建立根据地，以图保存实力。12 月 12 日，抵达桂、
越边境的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派员与法越殖民当局交涉，黄杰主动向法方提出双方合作消灭胡志

明“越盟”的构想，藉以换取法方同意国民党残部进入越南境内避难。法方对于联合对抗“越盟”的
提议未置可否，但同意依照国际法原则，让黄杰部队在解除武装后进入越南境内。翌日起直到
1950年 1 月底，共计有包括黄杰的第一兵团、华中战区国民党残部与广西境内各部与民团等约 3
万 2千余人，分批进入越南境内，并暂时被集中在越北法军莱姆法郎(Leme Franc)与蒙阳(Mong
Duong)两个营区，由黄杰担任中方总负责人，所有入越国民党军被编成两个管训处，下辖 7 个总
队。［1］

当时国民党政府甫自成都迁往台北，李宗仁“代总统”已前往美国“医病”，蒋介石以中国国民
党总裁身分，统筹一切党政军要务，此刻台北高层曾就桂越边区后撤国民党部队情况，拟订一机密

策略。虽然，黄杰所辖第一兵团大多数进入越南后被法方缴械，然而有鉴于当时中、苏皆已承认胡
志明政权，且美、苏两强之间又在东南亚地区竞争，白崇禧因而建议蒋介石将黄杰入越部队组织为
一“反共志愿军”，协助美、法对抗越北共产党势力，并认为此举有助于改善国民党当时风雨飘摇的
孤立处境。［2］蒋介石对于白崇禧这一提案，一度颇为心动，并曾于 1950 年 3 月间密令黄杰，未来务
必设法阻止入越国民党部队继续向法方缴械，如迫不得已时，应当能够争取在中越边境地区“钻隙
游击，以保存实力”。［3］

蒋介石对于如何安排与布置当时尚留在桂、越边境，与解放军作垂死挣扎的其他国民党部队，
则另有想法，特别是原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所辖的刘嘉树第 17 兵团的两个军的兵力，属于正规部
队，声势颇大。1950 年 1 月 12 日，刘部自桂、越边界的平孟隘电告台北，共产党在该地区影响较
大，无法建立根据地。越北地区多为胡志明所控制，鉴于解放军随时可能追上来，刘嘉树请求台北
设法与法方交涉，让第 17兵团所残存的 6千余兵力，能够借道海防，由国民党船舰运离越南。刘甚
至表明不惜与法国驻军开战，以求能够挺进海防，杀出重围。［4］此时，蒋介石仍试图在西康省境内
建立最后反共根据地，整合所有当时仍留在中国大陆西南地区的武装力量，因此电令刘部应进入胡

志明“越盟”区域内，尽力活动，避免与法方接触，蒋并表示将尽速空投接济该部，以利其留在桂、越
边区继续努力。［5］

1月 14日，当刘嘉树奉蒋介石之命，率部进入越北地区后不久即遭“越盟”武装力量包围，无法
继续向南挺进，正在徘徊观望之中，忽闻广西边关要塞平而关与水口关一带空虚，乃决定回师夺取

该两地以求暂时立足。［6］台北军方高层也积极着手准备空投补给弹药、军火与银元给刘嘉树所部。
2月 1日，刘率部猛扑平而关与水口关，却遭遇解放军第四野的围剿。刘紧急向台北求援，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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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核准将一批军火弹药由台湾空运海南岛，准备对刘部进行空投。① 然而，台湾军方的空投作
业，根本赶不上桂、越边境战况的快速变化，经过 2月 5日与 6日两天激战后，解放军将刘嘉树所辖
6715人全部歼灭，刘本人也被俘。台湾方面空投作业临时喊停，而蒋介石欲运用刘部于中国西南
地区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破灭。［7］

1950年 3月起，随着法军在越北地区与胡志明之间的战事节节败退，被拘留于莱姆法郎与蒙
阳两个营区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分批被迁往越南最南端的富国岛(Phu Quoc Island)与金兰湾(Cam
Ｒanh Bay)两处安置。［8］同年 6月底，朝鲜战事爆发，美国宣布第七舰队协防台海，东亚局势发生了
重大转变。当国民党在台湾的局势转危为安之际，蒋介石也重新思索如何利用朝鲜战争局势来反
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此刻正值法国殖民当局陷入战争泥沼，留越国民党部队的角色，也开始发
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该年 7月底，当时领导国民党滇缅游击队的李弥，向台北建议应与法、美等
国密切磋商，以共同保卫东南亚地区，从速建立滇缅与滇越陆上反共基地，调留越部队入滇西、滇
南，建立策动全滇反共武装根据地。［9］11月，美国驻台北“公使”蓝钦(Karl Ｒankin)首次奉华盛顿之
命，与台北磋商留越部队角色问题。台北方面向美方表明，希望法国当局能够将这批国民党部队，
连同武器装备运返台湾。若法方碍于各方考虑而无法办到，则应迅速就地重新武装，与法方并肩作
战，对抗“越盟”。［10］蒋介石探悉美国此时似乎颇有兴趣利用留越国民党部队，对抗亚洲地区共产党
力量，因此向美方进一步表示，不排除同意让留越部队就地武装之后，协助越南南部地区的防务，但

前提是该部须保持独立指挥系统，不得并入法国部队。［11］为此，台北军方高层于 11 月 4 日密电黄
杰，尽速着手设立一“留越国军管训总处”，由黄杰本人担任司令官，总处下设 3个分处，每处下设 3
个总队，留越各部队原有番号一律撤销。［12］显然，台北高层此刻希望把这批流亡境外的残存力量重
新组织起来，以备日后不时之需。
从 1950年底直到 1952年秋天，中共以志愿军名义参加朝鲜战争，致使美军在朝鲜半岛上战况

胶着。与此同时，法国在越南境内则不断遭受军事挫败，频向美国求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极为
沉重的压力。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不断设法寻求能够牵制中共的各项策略，包括秘密援助滇缅地
区国民党游击队骚扰云南边境、训练与协助国民党游击队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发动海上突袭、培植
国民党以外“第三势力”游击队空降中国东北与沿海省份等，而利用黄杰留越部队发动反攻西南省
份，或者协助法方与越共作战的可能性，也不时被美方提出来讨论。② 1951 年 2 月，因为执行美国
中央情报局秘密援助李弥部队而与美方颇有往来的国民党驻泰国“大使馆”武官陈振熙，曾飞赴西
贡与黄杰会晤，传达美方关切留越部队如何运用等诸多问题。对于美方有意武装该部的试探，黄杰
曾表示肯定之意。［13］同年 7月，蓝钦还建议美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William C． Chase)前
往越南视察留越国民党残部，并与法国当局讨论如何让该部投入远东地区的反共活动，后因美国驻

巴黎与越南外交官员强烈反对而作罢。［14］

然而，从法国立场而言，贸然将国民党留越部队遣返台湾，恐怕引发北京方面以“干涉内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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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批弹药包括七九步枪弹 10万发、三○步枪弹 1 万发、卡宾枪弹 2 千发、信号枪弹 300 颗、火箭弹 50 发
等，参见《顾祝同致联勤总司令部兵工署》(1950年 1月 20日)，《滇桂越缅边区国军战况及刘嘉树等部求援情形》，
《史政档案》，档号:0042857 /007;《顾祝同呈蒋介石》(1950年 2月 6日)，同前，档号:0042857 /011。

有关此类讨论可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ubject: “Chinese Troops in Indochina，”August 29，
1951，in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Ｒ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 FＲUS)，1951，Vol． 6: Asia
and the Pacific，Part 1，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p． 488－489; Dean Acheson to the U．S．
Legation in Saigon，September 24，1951，ibid，pp． 523－524; State Department to the U．S． Legation in Saigon，December
3，1951，ibid，pp． 551－552; Memorandum for Dean Acheson，Subject: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Indochina，”December
19，1951，ibid，pp． 562－563．



由出兵越南，遑论允许留越部队重新武装，并投入对抗越共的战事。因此，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法越殖民当局面对滞越国民党军，根本不愿有任何举动，华盛顿与台北高层即便有意充分利用

该部，亦无可奈何。［15］直到 1953年春，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台北与法国终于就遣返留越国民党
军回台一事达成协议，由驻台美军顾问团提供经费与后勤协助，将 3万余名部队分批运返台湾。［16］

在将近 3年半的时间里，滞越国民党残部处于一个进退不得的窘境，备受艰辛折磨，然而“留越国
军管训总处”的存在，却也曾扮演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色。这一时期，台湾利用中南半岛上的这一据
点，借助其驻西贡“总领事馆”的外交掩护，向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大陆西南各省派遣特务人员，以及
充当自滇缅地区与西南各省后撤、安置与中转反共游击队的一个重要枢纽。
例如，国共内战后期曾担任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国民党军第 101 军军长的韩文焕，于

1951年 5月 9日自香港经泰国曼谷抵达西贡，与黄杰密谈如何以“留越管训总处”为基地，向贵州
进行游击、秘密活动的可行性。双方还曾决定抽调部分富国岛留越国民党军人员，组编训练成一支
“贵州游击队”，以备日后不时之需。［17］此外，1948－1949年担任贵州省财政厅主任秘书、贵州省“反
共保民委员会”秘书的陈本昌，自 1950年 10月起即奉台北军事情报单位的指示，在金兰湾与富国
岛进行秘密考察与布置。韩文焕抵达越南不久后，陈本昌随即奉命前往泰国与滇缅边区，与李弥部
队密商未来利用留缅、留越两支游击部队，共同反攻与渗透中国西南省份的可能性。［18］1952 年春，
时任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为蒋经国)的陈大庆，自曼谷考察后飞抵西贡，与黄
杰讨论如何利用越南作为国民党对大陆秘密工作的跳板。［19］1952 年 11 月，黄杰自越返台述职期
间，更与李弥旧部、时任“云南绥靖公署”驻台北办事处处长郑希冉，磋商调派部分留越优秀干部，
前往泰北地区协助李弥推动游击工作。① 直到 1953年初，台北的军事情报系统仍然持续要求从富
国岛与金兰湾的国军抽调部分人员，担任粤、桂与滇缅边区的谍报与游击任务。对于此类请求，黄
杰自己在日记里披露，他多在能力范围之内答允。［20］

“留越管训总处”也成为当时中国大陆亲蒋游击人士外撤的一个重要据点。据统计，1951 年五
六月间，来自云南与广东的反共游击队自桂、越边界抵达河内、海防并辗转来到西贡者，计达 4百余
人。同时，另有前国民党军 272 师 2 千余兵力，在师长余启佑的率领下，历经近两年的游击战，由
黔、桂、滇边区沿途与解放军作战，最后被迫转入越北地区，并获得管训总处收容。［21］直到 1953 年
初，仍不断有来自粤、桂地区的国民党游击队员与眷属，陆续进入越南。据国民党方面宣称，这其中
也有中共所伪装的反共人士，欲渗透至管训总处，欲辗转前往台湾工作与潜伏。② 台湾利用其在越
南的单位作为渗透华南与西南各省的据点，一度让国际间，特别是英、法两国，高度担忧此举恐将引
发中共增强对中国西南边境的军事部署，并激化越南内部的冲突局势。③。

二、东亚冷战架构下的台、越关系

1954年 5月 8日，“越盟”部队取得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胜利，法军投降。随后在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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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当时所选定首批赴泰北工作人员包括刁家柱、普国泰、龙鹏程、龙盆干等 4 员。参见黄杰:《留越国军日
记》，第 478、490页。
根据黄杰日记所载，自 1951 年初起，已查获“共谍”13 人藏匿于管训总处内。参见黄杰:《留越国军日

记》，第 521、525－526页。
有关此类看法，参见 Mr． J． C． Hutchison (British Charge d＇Affaires in Beijing) to British Foreign Office，No-

vember 11，1950，Foreign Office Ｒecords (以下简称 FO)，371 /92191 K 1023 /102，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
London; Hutchison to Foreign Office，January 12，1951，FO 371 /92232 FC 1026 /5; L． H． Lamb (British Charge d＇Af-
faires in Beijing) to Foreign Office，February 22，1952，FO 371 /92202 FC 1013 /9。



瓦会议上，法国同意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独立，并以北纬 17 度为界，将越南划分为二，北方由胡志明
领导，称“越南民主共和国”，南方则由保大皇帝所领导的越南国管辖，老挝与柬埔寨则实施“中立
化”政策。然而美国与保大政府拒绝签署《日内瓦协议》，这也为美方日后介入中南半岛事务并出
兵越南，埋下了一个伏笔。［22］台北当时并非日内瓦会议的参与者，面对《日内瓦协议》，蒋介石选择
与美国及保大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然而事实上，连保大政府本身对于南越未来前景也没有十足把
握。日内瓦会议召开后不久，人在法国的保大皇帝即派遣其亲信、时任越南高台教教主的范公稷
(Pham Cong Tac)，前往台北会晤蒋介石，寻求支持。保大皇帝希望台湾能够允诺利用滇缅游击部
队，协助南越政府抵抗胡志明的军事威胁。［23］范公稷的台北之行也成为法国势力逐步退出中南半
岛后，台湾与南越之间的首次高层互动。1954年 6 月初，保大任命吴庭艳(Ngo Dinh Diem)担任越
南国总理。翌年 8月，北越提议举行全越大选，此议获得法国政府与保大本人的支持，然而却遭到
吴庭艳与幕后支持他的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保大在法国的唆使下免除了吴庭艳的职务，但吴有
恃无恐，于 10月 23日举行公民投票，决议废除保大国家元首地位，改制共和，由他本人担任“越南
共和国”首任总统。1956年 3 月，南越进一步举行国会选举，并制订了一部新宪法。［24］1955 年 10
月 26日，吴庭艳就任总统当天，台湾立即宣布承认越南共和国新政府，同年 12月双方宣布建立“外
交”关系，此后高层互访颇为密切频繁。［25］

真正让台北与西贡关系提升至有如“唇寒齿亡”的关键因素，在于北越当局于 1959 年决议以
武力统一越南全境，并准备派遣大批军事人员渗透至南越，进行武装颠覆活动。1960 年 12 月，在
北越越共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越共”)于南越境内成立，并开启
了长达 15年的反西贡政府游击战。吴庭艳面对来自北方的武统威胁，还要处理南越境内共党力量
在乡村地区的游击战，同时又必须努力整合南越政府军内部派系问题，焦头烂额之下，他决定向蒋

介石寻求协助。1960年 1月，吴庭艳前往台北访问，受到热烈欢迎，离台前夕，吴向蒋介石、蒋经国
父子提出要求，希望台湾方面派遣一位将军前往南越考察，协助推动越南反共事业。蒋介石指派时
任政工干校校长、蒋经国亲信王升，来担负此一任务。［26］王升经过 3 个多月的考察，于 1960 年 8 月
中旬返回台北。3个月后，越南伞兵司令阮正诗(Nguyen Chanh Thi)发动政变，包围西贡总统府，企
图逼迫吴庭艳改组政府。虽然，政变很快被平息，然而该事件给南越政府高层的士气与声誉带来极
大打击。政变平定后，王升与蒋经国于该年底先后飞赴西贡与吴庭艳会晤，表达国民党支持与慰问
之意。在这两次会晤中，吴表达希望台北协助南越军队建立政治作战制度，这一要求促成了日后国
民党“奎山军官团”在越南的成立。［27］

1961年 1月 2日，由王升所率领的 7人军官团抵达西贡，执行为期 1年的援助任务。台湾的军
官团协助越南军方成立了心理战训练中心，编写教材、授课与巡回演讲座谈，开办政治作战研究班
与初级班。这让过去接受法国军事训练的越南军官，开始接受政治作战制度的概念。① 与此同时，
台北军方也开始向南越秘密提供小额军火物资，甚至与越方讨论由台湾提供技术越方来制造轻武

器与弹药的可行性。［28］“奎山军官团”于 1962年 1月结束工作返台后不久，西贡当局又向台北提出
派遣一位“心战顾问”的要求，吴庭艳希望台湾能够秘密协助南越政府建立一座心战广播电台，播
送中、越双语节目，以强化南越对越共的心战与宣传攻势。［29］台北同意该请求，派遣“奎山军官团”
的成员刘戈仑担任南越政府心战顾问。在派驻近一年的时间里，刘戈仑协助南越政府推动心理作
战与政治作战业务，积极促成越南中、高阶军官分批前往台湾受训与学习观摩。他还与南越军方协
调拟定了新的政战法规与训练课程，帮助安宁署推动情报安全网络、内线运用与军中嫌疑份子处置
等方面的业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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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奎山军官团”在越工作情形，以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参见陈祖耀:《西贡往事知多少》，第 71－120页。



与此同时，台北与西贡之间的军事情报合作也逐步展开。1961 年美国肯尼迪( John F． Kenne-
dy)总统上任后，中情局鉴于越共分子不断自北方进入南越，而当时美国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美国官
方直接向南越提供情报拦截支持。因此，美国决定向台湾寻求协助，由台湾军事情报单位代训南越
情报拦截与解码人才，最后更直接由台北派员前往西贡，负责参与截取越共情报。［31］1962 年起，应
中情局之邀，时任台北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开始主持一项代号名为“南星”的机密计划，由
台湾空军派遣一组共计 23名的空、地勤人员，配合 1 架 DC－4 民航机与数架 C－46 运输机进驻西
贡，协助训练南越特种部队跳伞、空投南越情报人员进入北越境内、协助运送南越山地部队以及空
投补给物资至南越各战略据点等。这一计划持续数年之久，其规模也随着越战局势升级而逐渐扩
大。到 1975年越战结束前夕，“南星”计划已发展成为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空运服务系
统。［32］

事实上，1962年中南半岛上局势最混乱且最受美国关注的地区应属老挝。1959 年下半年起，
老挝内战全面爆发，亲西方的右派势力，与寮共(Pathet Lao)之间展开大规模战斗，加上老挝内部中
立、左派与皇室等几股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竞逐，让这一中南半岛上的内陆小国情势极端扑朔
迷离。蒋介石一方面忧心共产党力量最终在老挝占上风，进而威胁南越的安全，同时又担心美国对
老挝局势恶化漠不关心，因而于 1961年下半年起，强力推销并设法筹组“亚洲反共联盟”(Asian Al-
liance)。蒋的基本构想是透过亚太地区集体安全的努力，来防止共党势力的扩张。根据蒋的初步
规划，该联盟核心成员应包括未参与“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台湾、南韩与南越，并可涵盖泰
国与菲律宾。［33］而 1960年初吴庭艳访台后台北与西贡所建立的密切军事合作关系，更一度让包括
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认为蒋介石颇有可能决定派遣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开赴中南半岛协助西
贡作战。1961－1962年，美国驻台北“大使”庄莱德(Everett F． Drumright)曾不止一次向华盛顿报
告，台北高层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前提是西贡向台北正式提出要求，且需获得美方的首

肯。［34］

三、美国升级越战局势下的台、越关系

自 20世纪 60年代初期起，尽管台北与西贡双方因强烈反共意识形态而建立起密切盟邦关系，
但南越内部政局却日趋恶化。1963 年 5 月，顺化地区发生佛教徒反政府暴动，进而演变成为佛教
徒自焚事件，加上吴庭艳处置不当，南越境内各地反政府运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美国舆论要求停

止援助西贡，联合国决议派员调查吴庭艳如何迫害佛教徒。［35］为此，蒋介石于 9 月 21 日急派王升
前往西贡，向吴庭艳表达关怀与慰问。不料此次会面，竟成了吴与台湾之间最后一次接触。11 月 1
日，南越军方发动政变，将吴庭艳与其胞弟吴廷瑈杀害，自此也改变了南越内部形势与最后命

运。［36］吴庭艳遇害的消息给蒋介石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在隔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日越南军队
叛变，此乃由美国指使所演成甚明，为美国之幼稚与不智之行为殊为心寒。今早得报吴廷琰及吴廷
儒(瑈)皆于十时自戕，更令人激愤，美国之残忍不道德此也，吴氏兄弟诚不愧为爱国忠勇之革命斗

士也。”［37］11月 3日，蒋介石与蒋经国讨论越南政局，他担心“以后不知美国对越南如何解决，而对
亚洲反共受美援各国以及自由世界对美国所发生悲愤心理与恶劣之影响，其后果又将如何，特别对

于越南军队如何维持军心而不受共党渗透矣，此种情势美国似乎毫不计及，而以达到其推翻吴庭艳

目的为其得意之作乎，不禁为之寒心。”［38］

此后，南越政局日趋不稳，先由发动政变的总统府军事顾问杨文明(Duong Van Minh)出任国家
元首，领导一个由 12 名将领所组成的军事执政团。然而短短不到 3 个月时间，该政权就被阮庆
(Nguyen Khanh)、陈善谦(Tran Thien Khiem)与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3 位将领所发动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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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流血政变所推翻。［39］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宣布与北京建交，并欲努力推动
南越的“中立化”，阮庆等将领们公开声称，其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阻止杨文明等人与法
国合作，与北越、中共展开接触。蒋介石面对法国承认北京并与台北断交的严重打击，对于阮庆所
主持的西贡新政权，自是全力支持。政变后翌日，台北高层立即电贺阮庆给予“外交”承认。［40］3 月
初，王升奉蒋介石之命，再次飞赴西贡，亲自向 3位领导政变的军官传达台北支持与合作之意。此
后数月，南越军政高层赴台访问，络绎不绝。双方关系空前密切，有关筹组亚洲反共联盟的声音，也
不断在台北与西贡外交圈内广为流传。［41］4月，南越新领导层甚至告诉蒋介石，若美国不愿支持该
反共联盟，台、越、韩、老挝等可以采取“不以政府为对象”的组盟方式，改由各政党团体出面，幕后
仍由各有关国家政府来支持。［42］

1964年 8月 2 日，美国军舰“马多斯号”(USS Maddox)自台湾基隆港出发，在东京湾(Tonkin
Gulf)一带进行侦查巡逻任务时，声称遭到 3艘北越 P－4 鱼雷艇攻击，因而决定加以还击。此刻在
该海域附近巡弋的美军航空母舰闻讯后，立即派遣战斗机增援，并击沉北越一艘鱼雷艇，重伤另一

艘。8月 4日，“马多斯号”与另一艘美国军舰再次前往北越沿海巡弋。当天晚上，这两艘舰艇上的
美国军官根据雷达显示，向华盛顿报告称其再次受到北越军队攻击，因此进行另一波还击。尽管现
今解密文件显示，这一系列事件实为美方夸大、虚构与误判，然而在当时真相未明朗的情况下，8 月
7日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对北越采取包
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举措，翌年(1965)2月起，美军开始对北越展开大规模战略轰炸，自此越战
全面升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台湾高层认识到越南战场上的情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因而于 8
月 21日再度派遣王升访问西贡，讨论台、越双方进一步的军事合作。王升除了密集会晤南越军政
高层之外，还特别向美国驻越军援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Westmoreland)进行简报，介绍台
湾的政治作战制度。在此次简报之后，美方正式认可政战制度确实有利于南越的反共作战，双方当
即决定台湾从速派遣一军事顾问团，长期留驻西贡，协助南越建立政战制度。［43］经蒋介石核定，台
湾驻越军事顾问团一行 15人由邓定远担任团长，于 10 月 8 日抵达西贡，随即展开运作。1965 年
12月，阮庆核定成立一新的政战总局，该机构比照台湾的政战体系，全力推动南越部队的反共政治
作战与心理战训练，同时建立起各级政战相应组织。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为了配合南越军队政战
工作的推行，特别将其心理战部门予以扩编，改名为政治作战处，并向南越政战总局与所属各单位

派驻顾问，与台湾的军事顾问团合作推展南越军队的政战业务。［44］

随着越战局势日益升级，台湾驻越军事顾问团也逐步扩编。1966 年 3 月，团员从最初的 15 人
扩编至 31人，除了向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部门派驻顾问外，也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与海、空军
司令部内派驻顾问。［45］在此之前，台北的国安单位早已强化与南越之间的情报合作。蒋介石曾提
出台、越双方共同派遣情报人员，跨过北纬 17度线向北越渗透，合作调查共党活动与阴谋。后因南
越方面无法提出合适人选而作罢，然而台、越双方合作以海路渗透北越的计划，则于 1963年夏天展
开，但是这一渗透北越的行动，出师不利。该年 7月，17位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偷渡登上北越所辖广
宁省(Quang Ninh)海岸时被逮捕，另一批人数不详的国民党与南越敌后人员，也在当年 10 月被捕，
并于翌年夏天遭北越当局审判。［46］1967 年 2 月，台北与西贡方面进一步达成协议，将驻越“顾问
团”改名“军援团”，团长亦改称为司令，与美、韩、菲、澳、纽、泰等其他军援团地位平等。台湾此刻
除了协助政战工作之外，还派遣两百余名各种技术与专业人员，协助推动南越的农业技术、公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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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东京湾事件的经过与争议，参见 Ｒobert S． McNamara，In Ｒ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5，pp． 127－144; Aid，The Secret Sentry，pp． 80－104．



程、医疗服务、交通与电力建设。根据美国国务院资料，1964 年至 1967 年春天，台湾以本身资源对
西贡当局所提供的经济援助，已达近百万美元。［47］这还不包括台湾在本岛各军事基地向美军所提
供的后勤协助、允许美方在台部署战略轰炸机、台湾空军自 1962 年起即执行的中南半岛空运和空
投行动(即前述“南星计划”)，以及其他尚未浮出台面的诸多秘密军事装备援助。例如，1965 年 9
月，台湾向南越提供数艘非武装两栖登陆舰，作为南越政府近海运送物资所用，并且还秘密派遣国

民党海军驾驶，以“私人身分”参与协助越方。［48］在越战情势达到最高峰的 20世纪 60年代，台湾对
南越的实质援助极为可观。

四、越战与蒋介石反攻中国大陆西南五省计划

面对亚洲冷战因越战局势逐步升温，蒋介石也尝试着结合越战与其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计划。
20世纪 60年代初期，台湾曾想利用中国大陆三年饥荒，发动一项代号为“国光计划”的反攻大陆军
事行动，然而因为美国政府强烈反对，该计划最后无果而终。① 台湾知悉美国不可能同意其发动正
规军事行动，也理解到若无美方后勤支持，任何大规模反攻计划都将无法实现。如何让“光复大
陆”这一凝聚军民士气与维系国民党政权正当性的目标，能够维持不坠，成了蒋介石所面临的一项
严肃课题。而越战的升级与台湾在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让台北找到了一个新的着力点。1964
年初，阮庆上台执政后不久，台湾高层首次与美方讨论其在越南战场上扩大参与的问题。2 月 24
日，蒋介石在与美国太平洋防卫司令部指挥官费特上将(Admiral Harry D． Felt)会晤时，美方首次探
询台湾有无意愿派遣地面部队投入越战，蒋当下表示愿意认真考虑。［49］3 月 24 日，蒋介石与美国
中情局副局长克莱恩(Ｒay S． Cline)会面时，他进一步向美方表示，若美国同意台湾愿意以“非正
规”军事手段，积极投入破坏北越与越共军事基地的武装行动，他并且向美方保证，一切后果由台
湾来承担，决不会破坏美国的国际声誉，也不会引燃世界大战。［50］

然而，有鉴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台湾欲参与朝鲜战争却遭到美方拒绝的历史教训，此刻恐怕
连蒋介石本人都不相信，台湾正规部队能够有机会真正参与越战。因此，当美国国务卿腊斯克
(Dean Ｒusk)于两个月后访问台北时，蒋介石突然改变论调，称“越战应让越南人来打、国共内战让
中国人自己打”，不再强力主张台湾部队前往中南半岛。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这时首度向美方高
层推销他的一个新论点，即整个越南问题的核心不在河内，而是在北京;美国如不先设法解决中共

问题，则终将无法有效解决越战问题。然而，腊斯克显然不被蒋的此番论调说服，他当场反驳称，至
今没有明确证据足以显示胡志明的军事行动，是来自北京的指示，也没有情报指出中共在北越或者

南越境内从事积极行动，蒋介石闻后颇感吃惊，但并未进一步反驳。［51］尽管如此，此后台湾还是不
断利用各种场合向美方强调，中共对北越胡志明政府与南越境内越共分子的支持，是整个越战问题

的核心。同年 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台湾进一步强化这一论述，宣称美国若要打赢越战，就必
须先设法切断中共对北越的补给线。当时即有美国驻台外交官注意到，蒋介石似乎有意利用越战
的升级，让国民党部队进入华南与西南各省份，与美国在中南半岛上的军事行动形成共振和联

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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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 20世纪 60年代“国光计划”始末，参见彭大年编:《尘封的作战计划:国光计划－口述历史》，台北:“国
防部”史政编译室，2005年。
当时美方注意到台湾军方在东沙岛上扩建 6千英尺跑道以及其他军事设施，这可拉近台湾空军在华南与

东南亚地区至少 250英里的空中距离，此亦显示国民党政府已把目标逐渐转移至东南亚地区，参见“Jerald Wright to
Dean Ｒusk”，August 21，1964，No． POL1 CHINAT－US，in China 1963－1966，reel 38．



1965年 2月，位于越南中部波来古(Pleiku)的美军基地遭到北越军事攻击，华盛顿随即下令向
北越发动首次报复性的大规模轰炸。4月下旬，约翰逊总统的越南特使洛奇(Henry C． Lodge)前往
台北，听取国民党高层对越战局势的看法。蒋介石除了重申越南问题的根源在北京，以及表明台湾
愿意投入切断中国大陆对北越补给线的行动之外，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甚至利用这个机会大
胆探询美方对海南岛战略地位的看法。蒋经国特别想明确，美国是否认为海南岛将成为美军大举
介入越战的一项重大威胁，以及国民党军设法反攻收复海南岛的可能性。［52］该年 7 月 24 日，一架
美军 F－4C战机被北越击落，这让极端愤怒的约翰逊总统决定进一步增加越南战场上的美军人数
至 12万 5千人。两天后，约翰逊致函蒋介石，除了告知美国政府准备增兵越南的决定之外，还提出
希望台湾进一步扩大协助南越政府的请求。［53］

蒋介石接获此函后，认为时机已近成熟，决定派遣蒋经国前往美国，正式推销一套代号为“大
火炬五号”(Great Torch Five)的空降收复中国大陆西南五省的计划。同年 9 月 22 日，蒋经国抵达
华盛顿进行一连串拜会。在与约翰逊总统会谈时，蒋忠实地传达了他父亲的讯息，希望台、美双方
努力寻求共同对抗中共的战略目标与谅解，约翰逊对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重申美国的越南政策，

同时感谢台湾对南越政府的经济与技术援助。［54］蒋经国随后与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Ｒobert Mc-
Namara)进行近两小时的会谈，详细介绍了“大火炬五号”内容。他称华南与西南的粤、桂、滇、贵、
川五省，是中国大陆与中南半岛之间的缓冲地带，若国民党能够拿下西南五省，整个中南半岛乃至

全东南亚地区将可获得安全保障，而且美国在越战的困境也将可迎刃而解。蒋坚称美军不需直接
介入，只需提供后勤与海、空运输支持，协助国军特种部队空降并占领各重要据点即可。为了取得
美方的信任，蒋经国甚至动之以情，坦承不仅蒋介石也许连他本人在有生之年，都将无法实现光复

大陆的最高目标。他父亲所希求的，是在美国协助下，把握住每一次能够打击中共的机会。麦克玛
拉当场反问蒋经国，有何证据显示只要国民党军登陆中国西南各省，当地老百姓即会揭竿而起，支

持国民党? 对此，蒋经国仅笼统回答称，西南五省的反共力量最强，蒋介石所享有的声望最高，而且

中共在当地的军事力量最为薄弱，麦克玛拉最后答允对该计划进行全面评估与研究，然后再答复台

湾。［55］

在接下来数周里，美国军方高层着手对“大火炬五号”进行评估，此时美方对于越战所持的基
本原则仍是避免与中共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因此，对台湾希望美方支持空降占领西南五省的构想
根本不可能接受。此外，美方也指出“大火炬五号”的两大严重缺陷:一是国民党出兵西南五省时，
必定需要美军海、空掩护与地面部队保护，然而当时此举绝无实现之可能;二是目前仍缺乏明确证
据显示国民党部队空降西南之后，会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这样即便美国愿意鼎力支持台湾，也终

将无法在中国大陆上获得成功。［56］1966年 1月 24日，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奉命向蒋经国转答美方无法支持“大火炬五号”的讯息，蒋经国闻后愤怒异常，他称台
北与美国坦率交心，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以求根本解决越战核心问题，然而美方却不愿考虑、讨论
改方案的可行性，这严重损害了台湾民心士气;恒安石回应强调华盛顿仍愿意与台北扩大协商与对

话，讨论台湾所提出的任何战略构想，但此时蒋经国表示他看不出有这种必要性;当恒安石再次提

出台、美双方进一步合作来搜集、交换并分析中国大陆情报，藉以确切掌握西南五省民心归向时，蒋
经国一口回绝，称若无外力的煽动与施压，中国大陆内部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反共运动的，唯有大

量军队空降并占领西南各省时，该地区才会出现反共运动热潮，双方会面最后不欢而散。［57］

“大火炬五号”成为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正式向美方提出的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该案在遭到
华盛顿反对后，台北政坛开始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氛;蒋介石对无法把军事反攻大陆的最高政策与

越战升级局面进行结合，让台北的军事、外交与国防安全，与美方参加越战、乃至美国在整个亚太地
区重要战略利益紧密连结起来，备感挫折。［58］尤有甚者，随着美国陷入越战深渊，不断投入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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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力与资源，这对于当时美国对台的军事援助承诺，也出现了资源上的排挤效应，对台湾极为

不利。该年 5月，美方临时决定撤出驻防台中清泉岗基地的 F－104 战机中队，改挪用他处。但是
因为越战因素，美国无法立即以其他战机补充以确保台海空防。当时蒋介石担忧两岸空军力量严
重失衡，影响台海安全，要求美方迅速交拨台湾已向美方订购的 F－5 新战机，取代被抽调的 F－104
机群。美方则回应称因为所有新战机必须优先用于越南战场上，故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当蒋
介石进一步获悉原本美方已经批准运交台湾的 47 辆 M－113 型装甲运兵车，也因为越战急需而必
须推迟 18个月方能运来时，不禁大为震怒。台北政坛上下普遍夹杂着对于越战严重影响美国对台
军事承诺的不满，以及美国可能改变对华政策的高度担忧。［59］

五、“越战越南化”之后的台、越关系

自 1968年 1月 30日起，北越发动规模空前的“春节攻势”，总兵力达 55 万的北越部队与越共
游击队，对南越境内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同时发动军事进攻。西贡的总统府、机场、电台、重要军
政机构与美国大使馆等地，无一幸免。经过数周鏖战，虽然美军与南越部队最后瓦解了此次攻势，
并且重创北越与越共武装力量，然而此役却彻底击垮了美国国内对于能否赢得越战的信心。广大
美国人民不再相信美国能够赢得越战，全美各地的反战声浪风起云涌，抗议与示威声浪不断，整个

社会因越战而严重撕裂，这迫使约翰逊总统于 3月 31日在电视上宣布将逐步终止对北越的空中轰
炸行动、美军逐步撤出越南以及放弃竞选连任总统。［60］蒋介石对约翰逊的决定感到“震惊与疑虑”
(shock and misgiving)，他告诉美国人他实在想不出来，未来还有谁能够收拾越战残局，并应付一个
愈加混乱的东亚局势。［61］该年 11月初，美国正式宣布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然而因为南越总统
阮文绍坚持拒绝与北越进行和谈，这遭到美方指控其有意破坏美政府所提议的停火协议，阻挠华盛

顿与河内之间可能出现的和平契机。为此，阮文绍特地派员向台北解释其立场，并寻求台湾的坚定
支持。［62］眼见南越政府民心士气恐因美国准备改变越南政策而受到不利影响，12 月蒋介石再度派
王升访问西贡，向阮文绍提出他对时局的观察。蒋提醒越方应注意新的局势变化，同时应把注意力
集中在对付南越境内幸存的越共游击势力，越方则希望此时已垂垂老矣的蒋介石，能够继续出面积

极推动其数年来不断倡导的亚洲反共联盟。［63］

然而，阮文绍的想法终究抵不过国际现实的考验。1969年初，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全力
推动“越战越南化”政策，以谈判代替对抗，让美国“体面地”退出越南战场，把越战问题留给越南人
民自行解决。其具体作法包括:一方面开始打开与北越当局沟通的大门，双方在巴黎进行停战谈
判;另一方面则开始秘密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军事基地，逼迫河内让步妥协。［64］为了缓和美苏之
间关系并且对苏联施压，尼克松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逐步转变美国
对华外交政策，决心打开与中共交往之门。1971年夏天，基辛格经巴基斯坦密访北京，与周恩来会
晤。这一消息震惊全球，3个月后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被中国大陆所取代。翌年(1972)2 月，尼克
松访华与毛泽东会晤。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已是既定的目标，再无回头路。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出
现战略性转变，以及国民党政府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未来台、美关系如何演变，东亚地区国际局势
如何发展，都让蒋介石感到忧虑与不安。
尽管如此，面对尼克松上台后所推动的中南半岛新政策，台湾依然尽可能地加以配合。1969

年 3月，美国开始对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军事基地展开轰炸，欲切断北越对南越境内越共分子的补给
与渗透。1970年 3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访问法国与苏联，总理朗诺、
国会主席郑兴(Cheng Heng)、施里玛达亲王(Prince Sisowath Sirik Matak)趁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
努克政权，建立高棉共和国(Khmer Ｒepublic)，外交上采取亲西方、反共政策，并宣布与中共、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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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韩等国断交。［65］朗诺右翼新政权的成立，因有助于美国强化其对北越的施压，很快就获得华盛顿
的支持。对台北而言，此刻中南半岛上出现一个反共的新高棉政府自是极表欢迎，因此在朗诺发动
政变之后不久，台湾即密派其驻泰国“大使馆”公使董宗山前往金边访问，讨论双方建立“外交”关
系与双边合作等事宜。［66］

然而，美国对于台北与金边之间准备恢复“外交”关系一事，却持反对看法。国务院透过驻台
北“大使馆”告诉台湾高层称，朗诺新政权才刚起步，根基尚未稳固，国际社会是否愿意对其地位加
以接纳与承认，仍属未定，双方此时恢复邦交，美国担心国际间将视朗诺新政权为一个失去中立外

交立场的西方阵营傀儡，甚至引发中共的军事干涉。因而，美国向台北施压，劝阻其对金边的外交
努力。［67］台北高层无法接受美方这种说辞，坚信台湾对朗诺的外交承认将有助于稳固其新政权。
尽管如此，台北最后依然决定向美国妥协，决定台北与金边双方仅互设代表团，加强经贸与技术方

面的合作与交流，但不正式建立邦交。
在军事层面上，蒋介石坚信朗诺政权的长久稳固当有助于南越情势的稳定，因而决心走自己的

路。1970年夏，金边向台湾要求提供制造军火弹药的技术，以利其自行生产，自给自足。为此，蒋
介石批示派遣军方技术人员前往金边考察，并予以适当协助，同时下令驻高棉代表团与美国驻金边

大使馆密切研究，如何在不违反与美方的协防条约前提下，由台湾军方提供高棉各项军火物资。［68］

1971年春，台北方面以“惠远演习”为代号，向朗诺政府提供了 50门 81迫击炮，50挺机关枪，1万 2
千套的军服、军鞋、子弹袋等装备用品，以及两个营的通信装备，并允诺派员前往高棉协助修复其他
相关军事通讯设备。为了保密起见，所有军备物资的“国军”字样都被涂掉，国民党军方还配合国
安部门，于该年 7月中旬用一架 C－119运输机秘密将各项物资运送至金边。［69］同时，台湾也配合美
方要求，另外调拨 10门 75山炮援助高棉部队。［70］1972 年 9 月，国民党军方更依循南越模式，派遣
一个军事顾问团进驻金边，协助高棉部队建立政治作战制度。［71］

然而台湾以意识形态与地缘战略为出发点，对中南半岛上两个反共政权所提供的援助，终究抵

不过这些政权本身内部的权力倾轧与高度脆弱性，以及美国因推动“越战越南化”而逐步抽身所引
发的信心危机。早在 1970年秋，台北高层即从其驻金边代表团得知，朗诺与其他两位发动政变的
主角郑兴、施里玛达亲王彼此猜疑，甚至牵连南越政局。盖当时阮文绍总统与副总统阮高祺(Nguy-
en Cao Ky)彼此亦不睦，与阮高祺关系密切的朗诺，怀疑施里玛达亲王准备串通美方中央情报局、
阮文绍与南越当时在高棉的驻军，一同发动政变以推翻其领导。［72］当王升于 1972 年 7 月奉命访问
高棉时，亲眼目睹了金边政坛的混乱;当时朗诺当选高棉共和国首任总统，且决心引进台湾的政战

制度，因此邀请王升前往访问，然而王升在写给蒋经国的观察报告中却坦言，未来这套反共制度的

成败，仍取决于高棉军队以及政府官员能否放下成见，同心协力努力推动实践，共同面对外来威

胁。［73］

1973年 1月 23日，美国与北越在巴黎签订停火协议。依照该协议，所有美国与其他各国的军
队与军事人员，必须于该年 3月底以前全部撤出南越境内，国民党驻越军援团因此于该年 3 月 12
日结束了长达 9年的援越工作，全体团员束装返回台北。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急切希望
台北能够继续给予援助。4月 12日，阮文绍访问台湾寻求支持，此时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极差，已经
无法接待外国元首。在与“行政院长”蒋经国会谈过程中，阮文绍对于亚太地区前景表示悲观，认
为各国普遍误解“尼克松主义”的真实意涵，误认为美国已经彻底改变亚洲政策，导致各国根本上
已丧失对抗共产主义的信心与决心。阮文绍请求台湾考虑协助南越重建国家，提供技术与人才援
助，这一要求获得蒋经国的首肯。［74］值得一提的是，在阮文绍停留台北期间，他曾特别驱车前往位
于阳明山上的“国家安全局”，听取台湾方面对于未来中共动态的情报分析。“国安局长”周中峰向
南越通报称，苏联并非没有可能阻止中共对北越的援助，然而事实上却办不到，而且一旦苏联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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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越和平解决越战，则中共极有可能对南越境内的越共分子提供直接的援助以助其叛乱，藉以平衡

与抵制苏联在北越的影响力。当阮文绍质疑中共是否真有能力长期支持越共分子对抗南越政府
时，周中峰答复是肯定的。［75］

阮文绍是否真正相信在各国军队陆续撤出、西贡当局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下，还能够继续抵挡
北越与越共的威胁，不无疑问，而在南越沦亡前的最后两年里，台湾几成了全世界愿意继续协助南

越的仅存政权。1973年 5月初，台北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派遣 35 名军事顾问，由曾任吴庭
艳心战顾问的刘戈仑率队前往，取代被解散的驻越军援团，继续协助南越部队加强政治作战、心理
战、治安与社会福利等各项业务，顾问团还将各团员分别派驻在南越各战区里，与部队共同生活在
战地里，协助推展政战业务。［76］然而，随着越南局势恶化，“驻越建设顾问团”的工作也日益困难。
1975年元月，北越向北纬 17度以南发动大规模攻击，占领南越数省。3月，占领中部高原重镇邦美
蜀(Ban Me Thuot)，派驻该地区的建设顾问团成员，被迫与当地越南百姓一同逃难，而派驻岘港(Da
Nang)的国民党顾问，甚至几乎无法顺利脱逃，情况危险万分。眼见越共即将进逼首都西贡，“驻越
建设顾问团”决定撤离，并于 4月 5日与 18日分两批撤返台湾。此后不到两周时间，南越即宣告解
放，而邻近的高棉朗诺反共政权，则先于 4月 17日落入红色高棉手中，驻金边的国民党代表团与军
事顾问团，同样于仓皇之中撤离。［77］台湾对中南半岛战事的参与，至此也画下了一个休止符。

结 语

1975年 4月 21日，阮文绍在内外交困下被迫交出总统职权，搭上一架美国军机，开始他流亡
海外的余生。而他离开越南的第一个落脚处就是台湾。此段过程无异见证过去数十年间，双方在
亚洲冷战场上唇齿相依的关系。［78］1949 年于国共内战中失利，自四川转进来台的国民党政府，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曾思忖运用留越国民党部队，作为协助法、美等国参与对抗中南半岛上共产
党势力的一支可用武力。同时，作为培植中国西南地区反共游击势力的力量之一，虽然此构想因法
越殖民当局的反对而无果而终，但是台湾以“留越国军管训总处”为据点，在亚洲冷战初期将其发
展成为台湾向中南半岛地区与中国大陆西南各省，派遣情报与特务人员，以及滇缅地区与西南各省

反共游击队后撤、重新布置与中转的重要跳板与枢纽。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南、北越各自成立政
权，台北与西贡之间，也因为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与地缘战略利益，发展出紧密的盟邦关系。虽然，
由于主、客观因素台湾的军事部队未曾直接参加越南作战，但在整个越战最高峰的 20 世纪 60 年
代，台湾对南越所提供的政治、经济与技术援助，以及对南越军方包括建立政治作战体制与提供军
事武器装备与人员等方面的援助，皆属可观。

1964年，当美国逐步升级越战时，蒋介石也试图将台湾的军事与战略价值，与美国的越战目标
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不同场合里，台北高层开始不断强化“越战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共”这一论断，
坚称解决越战问题必须先切断中共对北越的援助，而台湾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具体贡献。1965
年秋天，蒋经国访问美国时，向美国大力推销“大火炬五号”反攻西南五省方案，即是“越战与国共
内战结合”思路下的产物，只不过当时陷入越战泥沼的约翰逊总统，无法接受将越南战场延伸扩大
至中国大陆的危险构想。该计划也是蒋介石生前最后一次向美方正式提出的军事反攻大陆构想，
随着美方资源大量投入越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也捉襟见肘，遑论支持其反攻大陆。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努力推动“越战越南化”政策，逐步自越南撤军，把战场留给西
贡当局自己来善后。在越战的最后数年里，台北从反共的意识形态与亚太地区地缘与战略利益出
发，成为国际上少数继续坚定支持南越的政权之一。1975年 4 月 5 日，蒋介石在台北过世。同月，
国民党在中南半岛上的两个反共友邦高棉与南越也先后沦亡，这不但是一场旷日持久战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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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1949年于国共内战后退守台湾一隅的蒋介石，虽然注定无法成为国际冷战
大格局下的重要角色，然而如同本文所显示，蒋介石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区域性的亚洲冷

战场上，扮演了一个无法被忽略与遗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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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outh Vietnamese Ｒ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Hsiao－ting Lin
(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US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Vietnam during the Cold War． Based on mul-
tiple archival materials and secondary source materials，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KMT＇s utilization
of its exiled forces in Indochina to advance its infiltration into China＇s southwest; how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Indochina
served a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the role Taiwan played in consolidating the Saigon regime; and
Chiang Kai－shek＇s endeavors to connect the Vietnam War with his ultimate goal of mainland recovery． This article also il-
lustrates how Taiwan continued to assist its falling allies in Indochina after Ｒichard Nixon＇s“Vietnamization”of the Viet-
nam War in the early 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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